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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國大陸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呈現反均等化的特徵，本文分析這種反均

等化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背後的邏輯。我們認為，中國大陸現行財政轉移支付

制度的形成及運作，是市場化轉型過程中，中央的改革策略（分權與政府退

縮）、財政制度變遷（財政包乾制和分稅制）、中央與地方博弈共同作用的結

果。準此，雖然分稅制改革前（1979~1993）與分稅制改革後（1994～迄

今）的財政轉移支付都沒有達成均等化目標，但兩者背後的運作機理有所不

同。分稅制改革前，財政轉移支付的反均等化是因為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大

幅減少，由而衍生政府退縮（減少支出）之結果；分稅制改革後，財政轉移

支付的反均等化，是中央－地方博弈後制度設計（稅收返還和專項轉移支

付）的結果。 

關鍵詞︰中國大陸、分權改革、財政轉移支付、中央－地方關係 

* * * 

壹、前 言 

作為政府間財政體制（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system）中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

財政轉移支付（fiscal transfers）主要用於解決垂直性（不同層級政府之間）收支失衡

和水平性（不同地區政府之間）財力不平等問題（Litvack, Ahmad and Bird 1998）。然

而，與多數國家相比，中國大陸許多地方政府並沒有得到有效的財政移轉支付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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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中國的轉移支付產生迥異的結果：它呈現反均等化（anti-equalization）特

徵。亦即，轉移支付不但沒能促進地方政府的財政平衡，反而擴大了財政收支差距。

那些經濟發達的地方，得到更多的轉移支付；經濟發展落後的地區，得到較少的轉移

支付。財政轉移支付的反均等化，是造成中國大陸垂直性財政失衡，以及不同地區政

府在提供公共服務能力差異上的重要因素。探尋這種反均等化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形成

原因，構成本文的主要研究動機。 

另者，財政轉移支付已成為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互動時所運用的重要政策工具。

在分稅制改革前，只有貧困省份接受轉移支付。分稅制改革後，包括上海、北京在內

的所有省級單位，均對轉移支付產生高度依賴。在中央政府越來越以轉移支付來使用

它不斷增加的財政收入，而各級地方政府財政也越來越依賴轉移支付的情況下，轉移

支付這一政策工具值得深入研究。分析轉移支付的設計、運作和分配等議題，對了解

中國大陸的轉型過程中的許多重要問題（例如財政體制、中央－地方關係、區域發

展、地方政府行為等）會有實質幫助。 

不同於現存文獻，它們強調政治因素是決定中國大陸轉移支付的主要基礎；本文

認為，中國大陸現行轉移支付制度的形成，是市場化改革過程中中央的改革策略選擇

（分權與政府退縮（government withdrawl）、制度變遷（財政包乾制和分稅制）、中央

與地方博弈（既得利益者反抗和中央妥協）共同作用的結果。在此情況下，雖然分稅

制改革前（1979～1993 年）與分稅制改革後（1994～迄今）的轉移支付都沒有達財政

成均等化目標，但兩者背後的運作機理有所不同。分稅制改革前，財政轉移支付的反

均等化源於中央財政收入因分權改革而大幅下降引發的政府退縮（減少支出）。分稅制

改革後，財政轉移支付的反均等化則是中央－地方博弈後制度設計的結果。 

除前言外，本文其餘部分之安排如下：第二節為相關文獻回顧；第三部分討論中

國大陸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之特徵；第四部分主要分析轉型時期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形

成之原因；最後是結論。 

貳、文獻回顧 

本節由二方面討論相關文獻：（一）現行轉移支付制度是否達成均等化目標；

（二）造成轉移支付呈現反均等化特徵之原因。在轉移支付制度是否達成均等化目標

議題上，又分為兩種情況加以說明：現行轉移支付沒有實現均等化目標，以及現行轉

移支付達成某種程度的均等化目標。茲簡述如下。 

一、現行轉移支付制度是否達成均等化目標？ 

（一）否：現行財政轉移支付具有反均等化特徵 

Tusi（2005）檢視了中國大陸 1994~2000 年間的縣級財政失衡狀況。他發現，分

稅制改革沒有縮小地方的財政失衡。相反，分稅制改革中的稅收分享設置和財政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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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引進惡化了財政不平等。利用 1952~2001 年間的數據，Tochkov（2007）研究了

中央的淨轉移支付是否平滑了地方政府支出上的波動。研究顯示，富裕省份比貧困省

份收到更多支出平滑方面的轉移支付，這種情況在財政分權時期更為明顯。富裕省份

能得到更多的轉移支付（特別是專項轉移支付），是因為其更有能力與中央討價還價。 

Shih and Zhang（2007）以 1995~2000年縣級資料檢驗財政轉移支付的運作。作者

發現，在 1995~2000 年，分稅制顯示了強烈的趨勢：財政資源配置從貧窮的縣向富裕

的縣移轉。同時，他們也檢驗了轉移支付與財政供養人口（即俗稱「吃飯財政」）之間

的關係，發現兩者正相關。 

Shah and Shen（2008）詳細討論了中國的財政轉移支付架構，並對不同的轉移支

付項目進行分析。論者認為，現行轉移支付制度太過複雜，而且缺少一個好的均等化

體系的基本要素。作者對財政轉移支付的未來改革提出了基本框架：分散稅基，建立

法律規範和設立協調機制，建立財政透明性、責任性和問責性的架構、簡化項目、建

構國家最低標準支付等等。 

利用 1995~2004 年間 31 個省的相關數據，Lin（2011, 160-177）對中國財政轉移

支付進行驗證，以探討現行制度在縮小地區財政差異方面是否有效。結果發現，以每

人平均轉移收入來看，收入水準高的省份比收入水準低的省份得到更多的中央政府轉

移支付，經濟成長率高的省份比成長率低的省份得到更多的轉移收入。由於稅收返還

在轉移支付中占主導地位，現行的轉移支付對減少地區財政差異的作用微弱。此外，

少數民族地區和西部地區比其他地區得到中央的轉移支付更多，而非少數民族和西部

以外經濟成長速度緩慢的地區，在當前的轉移支付體制下處於不利地位。 

Zhang and Zheng（2011）使用 1997~2003 年間的縣級（國家級貧困縣與非國家級

貧困縣）數據，檢驗了決定地方收到多少轉移支付的因素。他們將轉移支付分為兩大

部分：稅收返還和均等化轉移支付（作者故意擴大均等化轉移支付的範圍）。實證結果

表明，雖然不含稅收返還的轉移支付能促進均等化，轉移支付的整體效果是不均等

的，因為有利於富裕地區的稅收返還主導了轉移支付。 

詹晶（2011）以 1994~2006 年的省級數據考察中央對省級財政轉移支付的決定因

素。作者檢驗以下三個假說：（1）財政均等：中央會轉移更多財力給財政資源需求更

大的地方；（2）政治議價：中央會轉移更多的財力給予政治議價能力更高的地方；

（3）中央會轉移更多的財力給予能產生更高經濟效益的地方。結果顯示，財政轉移支

付的分配雖然在某種程度上遵從了均等化原則，並反映了地方政府的議價能力，但更

大程度上追求的是經濟效益（即假說 3得到證實）。 

Huang and Chen（2012）再次對中國大陸的財政轉移支付是否達成均等化進行檢

驗。作者將 27 省 3 個直轄市的 1995~2007 年間的財政轉移支付進行分解，分別驗證稅

收返還、一般性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等不同形式的轉移支付。研究發現，中國大

陸 1994 年之後建立之財政轉移制度，有一些均等化要素。這些因素的存在，一方面是

因為財政轉移的機制設計，使稅收返還的部分逐漸縮小；另一方面，是因為一般性轉

移支付雖然在全部轉移支付中的份額很小，但其自 2002 後開始增加。然而，在轉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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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中占最大份額的專項轉移，是反均等化的；它是非規則基礎的，易受政治影響。結

果，整體的轉移支付呈現出反均等化效果。 

周飛舟（2012）具體研究了專項轉移支付的運作情況，透過義務教育的案例分

析，作者指出專項轉移支付在基層的使用效率低下，產生許多意外結果。例如，它排

擠了地方原本的支出，導致基層官員的尋租行為和資金浪費等。  

（二）是：現行財政轉移支付能夠減緩地區差距和地方政府財政失 

Lou（2008, 160）指出，中國的地區間財力與公共服務提供能力有極大差異，但這

種差異已經藉由轉移支付體制得到縮小，「2005 年中國東中西部的財政收入比例為

60：23：17，而它們的支出比為 46：29：25」。這主要是因為 2002 年以來，在整體轉

移支付中，一般性轉移支付不斷增加，而專項轉移支付在不斷減少。以 2005 年為例，

在加入轉移支付後，五個最富裕省份（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廣東）每人平均預

算收入相對於全國平均水準的比率，由沒有考量轉移支付前的 3.77 下降到 2.74；而五

個最窮省區（四川、安徽、甘肅、貴州、西藏）的人均預算收入相對於全國平均水準

的比率，則由 0.42 上升為 1.06。張莉、羅華平（2013），考察了 2000~2005 年間 257

個市的財力差異，以及轉移支付的作用。研究發現，產業結構對市級政府的財力差異

有重大影響，而在獲得財政轉移支付後，地區間的財力差異很大程度上縮小了。作者

認為，財政轉移支付體系對縮小地區間財力差異有一定貢獻。但是，該研究的時間跨

度較短（僅包括 2000~2005 年），且對財政轉移支付均等化作用的分析是非實證性的，

作者只計算了泰爾指數（Theil index），並以之衡量轉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 

由以上討論可看出，在實證上，所有的研究均突顯出現行轉移支付具有反均等化

的特徵，這些文獻使用之數據則涵括省、市、縣級。因此，轉型時期中國大陸的，轉

移支付制度基本上是反均等化的。 

（三）其他相關文獻 

張恆龍、陳憲（2007）的研究有些不同，他們研究轉移支付對地方財政努力而非

財政失衡的影響。作者分析了 1994~2003 年間三種主要轉移支付（稅收返還、財力性

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對地方財政努力之間的誘因效果。其中，稅收返還對地方

政府財政努力有正向激勵效果；財力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對地方政府財政努力

產生負向激勵效果。總體上，現行的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不利於提高地方政府的

財政努力，對實現財政均等化的作用相當有限。同時，作者認為，應當增加專項補貼

份額，減少財力性轉移支付比重。 

袁飛、陶然、徐志剛（2008）研究了財政轉移支付與財政供養人員之間的關係，

也研究了財政轉移支付對地方政府誘因的影響。他們對 1994~2003 年間的縣級資料分

析指出，資源稟賦條件不好的地方，更傾向將轉移支付用於增加財政供養人口，把這

些人員安置於對經濟發展未必有利的政府部門就業，以強化地方政治支持網路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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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穩定。資源稟賦好的地區，由於預期獲得之轉移支付的可能性會下降，更加傾向

透過有效公共投資以發展地方經濟。 

二、中國大陸反均等化財政轉移支付之形成原因 

在分析中國大陸轉移支付制度背後的邏輯或制度基礎時，論者大都強調政治邏輯

（political logic），認為這種制度安排是中央有意為之，目的是攏絡經濟強勢者。 

Raiser（1998）對 1978~1992 年間中國的財政轉移支付進行研究，發現所有的貧窮

省份都得到了數量不等的補助，但最窮的省份卻未必得到最高水平的轉移支付。補助

水平最高的是那些非漢族人口為主的省份，儘管他們的收入水準超過了那些漢族人口

為主的貧窮省份（Raiser 1998）。作者指出，中國的財政轉移支付之所以缺乏效率，是

因為中央在進行轉移支付時，考量的是接受者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重要性，而不是

出於均等化目的。 

同樣由政治因素對中國大陸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進行研究，Wang（2005）認為，

維持國家的統一是中國政治精英在進行轉移支付時決定性的考量。因此，那些非漢族

人口占多數的省份得到了最高水準的轉移支付，即使他們的收入水平高於那些貧窮的

省份。作者將決定中央轉移支付的關鍵因素分為三類：中央決策者對公平的考量、中

央決策者的政治考量、地區的議價能力。實證結果顯示：首先，公正性考量在中央與

省之間的財政轉移支付過程中作用甚微；其次，與傳統的觀點相反，財政轉移支付中

涉及的議價空間極其微小；第三，財政轉移支付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決策者的政治考

量，特別是對國家統一考慮。此研究的最大問題是僅以 1998 年的省級資料驗證其假

說，不是時間序列資料。因此，其研究無法回答現行財政轉移支付是否真正能實現均

等化的問題。 

在缺乏民主、可信的聯邦制度和福利國家遺產的威權體制下（例如中國大陸），什

麼原因促使威權者（autocrat）對地方政府進行財政轉移支付呢？Shih, Zhang, and Liu

（2013）認為，若有充足的時間（time horizon），例如長期執政，中央有強烈的誘因賄

賂威權體制下的地方政府（官員），以確保其支持現行的威權體制，並反對社會抗爭。

同時，若時間足夠長久，威權的中央當局也有額外的誘因鼓勵經濟成長，這是透過轉

移支付獎勵高成長地區和透過轉移支付支持教育來達成的。然而，與民主制度相比，

威權者很少有誘因對老年人口比例高的區域給予財政轉移支付，因為這些人不能投票

且對長期的經濟成長貢獻較小作者以 1993~2003 年間中國大陸的中央與省對縣的轉移

支付檢驗其論點，發現地方政府的應付薪資總額（payroll），對地方獲得轉移支付有最

大的影響，而發展水準、在學人口比例對財政轉移支付也有正效果。與平均水準相

較，老年人口比例較高的縣沒有得到額外的財政轉移支付。 

本研究不否認政治邏輯的觀點。事實上，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是一個充滿政治角

力的過程（Markusen, Saxenian and Weiss 1981）。例如，前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聯邦向

有分裂傾向和實力的地區轉移了更多的財力（Treisman 1996; 1998）。德國統一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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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也向東德輸送巨額的財政支付以鞏固國家統一（Heilemann and Rienicke 1995, 42-

47）。然而，檢視中國大陸轉型過程中具體的政治經濟發展動態，本研究認為政治觀點

的解釋過於簡化。首先，由於論者或者只分析分稅制改革前的狀況，或者只探討分稅

制改革後的轉移支付運作，並依相應年代的數據驗證其理論，這就將現行財政轉移支

付制度的形成及運轉，以割裂的方式呈現。問題是，在 1979~1993 年間，財政轉移支

付乃至整個財政體制是如何運作的，它們又對之後的轉移支付制度有何影響？在目前

文獻中，這些重要問題未得到整體性考量。 

其次，由於將財政制度轉型過程割裂，現有文獻對轉移支付制度之解釋產生以下

問題。一方面，論者低估了制度改革的複雜性，例如既得利益者的抗拒和制度變遷過

程中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特性。另一方面，論者高估了主政者的制度設

計能力與執行能力，例如中央能設計出好的轉移支付的具體內容，並且信任地方能有

效執行，以及中央有充分資訊監督地方。第三，要對轉移支付有深入的洞悉，還應對

具體的轉移支付內容之形成及施行進行探討。例如，稅收返還可能是中央與地方博弈

的結果，目的在於維繫地方的稅收誘因。專項轉移支付，是在資訊不對稱

（information asymmetry）情況，中央（委託人）監督地方（代理人）的一種制度安

排。 

參、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基本原則與中國大陸

轉移支付的特徵 

中央在收入上的集中和地方政府的事權與收入不對等，導致地方財政失衡（垂直

性失衡）和地區間財政支出的差異（水平性失衡）。財力失衡一方面使地方政府轉向

預算外或制度外尋求收入；另一方面，也造成地方對來自中央的財政轉移支付產生強

烈依賴，由而對轉移支付在政府間財政體制中的合理制訂與有效實施提出急迫要求。 

一、財政轉移支付的基本原則 

通常，實施財政轉移支付的主要目的有三：平衡地區間財政能力、中央相對擁有

更多資源和稅基、補償諸如教育和環保等具有外部效果（external effects）的跨區業務

等（Ma 1997）。補償外部性的理由曾有所爭議。例如，有論者指出美國聯邦政府職能

性財政援助的基本經濟原因，是補貼一些州最重要的支出計畫所產生的普遍、甚至是

日益增加的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s）（Break 1967）。而有研究則認為補償外部效果

可能不是中央補貼政策的主要目標。論者發現中央財政補貼與可能獲得之外溢效果的

變量之間並無重大關聯；相反，中央對地方財政轉移支付的主要目的是使資源和公共

產品的分配更加公平，中央的轉移支付與各州收入水準呈反比（Inman 1988, 33-74）。

但是，補償外部效果仍被認為是財政轉移支付的重要目標之一。例如，乾淨的空氣是

具有外溢效果（使鄰近地區受益）的公共財，財政轉移支付可以補償一個地方政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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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公共財支出的不足（Bednar 2005, 189-205; Besley and Coate, 1999; Oates 1999, 

1120-1149）。 

財政轉移支付的更主要目的，大多數情況下可能是為了彌補上下層級政府（垂直

性）與地方政府間（水平性）的財政失衡，實現各級政府財政能力及其供給公共財能

力方面的均等化（Boadway and Hobson 1993; Dollery 1998, 129-153; Renzsch 1998, 127-

146）。因此，在政府間財政體制中，財政轉移支付就成為中央協調地區間財政能力差

距的重要政策工具（Bahl and Linn 1994, 1-19）。 

構建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體系的最佳途徑沒有固定規則，但國際實踐仍產生了一

些普遍接受的標準，包括： 

1. 轉移支付體系的設計應當遵循預期目標。例如，如果某種有條件的撥款是

為了激勵某種公共服務的產生，則這種撥款的設計就應當向地方政府提供

足夠的誘因以促進公共服務產生。或者，如果目的是為了允許地方政府根

據地方偏好安排支出計畫，就應該使用條件撥款。 

2. 政府間轉移支付的結構應當透明，即每一個接受轉移支付的政府都應當了

解轉移支付的資金規模是如何確定的。基於公式的分配或者基於來源的共

享稅就是轉移支付分配透明的例子。這些公式變化的影響也能為接受者所

理解。 

3. 政府間轉移支付不應當根據地方政府的赤字水準進行分配。在省級或省級

以下層級政府，赤字撥款都是財政紀律的大敵。 

4. 上級政府應當定期評估它們的轉移支付計畫，以確定目標是否可以實現。

例如，如果一項特定的轉移支付計畫是用於均等化目的，那麼就應該定期

評估以確定該目標是否被實現（Bahl 2011, 202）。 

二、中國大陸的現行轉移支付制度之特徵 

由於中央將財權上收事權下放，且地方政府沒有任何稅收自主權，也沒有預算自

由及不得自行借款，地方政府對中央的財政轉移支付產生高度依賴，使轉移支付成為

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互動時的重要政策工具。我們歸納了中國大陸的轉移支付的兩項

重要特徵。 

（一）地方政府對財政轉移支付的高度依賴 

地方政府對財政轉移支付的高度依賴出現在 1994 年分稅制改革後。分稅制改革的

主要內容之一，是中央重新集中財權，但保持支出責任的高度分權。1994~2011 年

間，中央的預算收入占全部預收入之比率平均超過 50%，而其預算支出占全部預算支

出之比率大約為 25%。譬如，2010 年和 2011 年，中央的預算收入占總收入之比重分

別為 51.1%和 49.4%，預算支出占總支出之比重分別僅為 17.8%和 15.1%（中國統計年

鑑 2013）。明顯地，中央不可能在收取多數稅收的情況下，只負擔極小支出。中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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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收入，以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移轉給地方了。以 2008 年為例，中央對地方的總

轉移支付（包括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淨額）為 22990.76 億元，相當於中央本級收入

（32680.56 億元）的 70.3%%。也就是說，七成的中央收入以轉移支付的形式流到地方

使用。到 2011 年，中央對地方總轉移支付更高達 39,921.2 億元，相當於中央本級收入

（51327.32億元）的 77.8%（中國統計年鑑 2013）。 

表 1 呈現了 1989~2012 年間中央對地方之轉移支付以及地方財政對轉移支付的依

存度。在 1989~1993 這段時期，轉移支付占地方財政支出之比例下降；1994 年後，地

方對轉移支付的依賴明顯增加，中央的財政轉移支付為各省大約一半的預算支出提供

資金。現今，接受轉移支付的已不限於貧困省份，包括上海、北京、江蘇在內的所有

省級單位在財政支出上都開始依靠中央的轉移支付。國際比較更能突顯中國的中央政

府將多數收入轉移給地方政府的特徵。以 2004 年為例，轉移支付占中國中央政府預算

收入比例是 68.9%，遠高於已開發國家如德國 8.6%、法國 9.9%、美國 20.9%、英國

23.9%的比例，也遠高於新興國家如泰國 9.5%和智利 4.0%的比例（Lin 2011, 162）。 

表 1 轉移支付與地方財政支出           （單位：億元） 

年份 轉移支付金額 地方財政支出 轉移支付占地方財政支出比例（%） 

1989 562.0 1935.01 29.0 

1990 585.28 2079.12 28.2 

1991 554.75 2295.81 24.2 

1992 596.50 2571.76 23.2 

1993 544.63 3330.24 16.4 

1994 2389.09 4038.19 59.2 

1995 2534.06 4828.33 52.5 

1996 2722.52 5786.28 47.1 

1997 2856.67 6701.06 42.6 

1998 3321.54 7672.58 43.3 

1999 4086.61 9035.34 45.2 

2000 4665.31 10366.65 45 

2001 6001.95 13134.56 45.7 

2002 7351.77 15281.45 48.1 

2003 8261.41 17229.85 47.9 

2004 10407.96 20592.81 50.5 

2005 11484.02 24932.39 46.1 

2006 13501.45 30431.43 44.4 

2007 18137.89 38339.29 47.3 

2008 22990.76 49248.49 46.7 

2009 28563.79 61044.14 46.8 

2010 32341.1 73884.43 43.8 

2011 39921.2 92733.68 43 

2012 45361.7 107188.34 42.3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2013）；中國財政年鑑（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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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移支付之的反均等化 

中國大陸的轉移支付制度的另一項特徵是它的反均等化。一般而言，地方收支失

衡情況可以透過轉移支付得到緩解。然而，與多數國家相比，中國大陸的許多地方政

府並沒有得到有效的財政移轉支付支持，中國的轉移支付實際上產生反均等化的結

果。亦即，它不但沒能促進地方政府的財政平衡，反而擴大了財政收支失衡，造成地

方政府在公共服務提供能力上的巨大差距（West and Wong 1995）。那些經濟發達的地

方，得到更多的財政轉移支付；經濟發展落後的地區，得到較少的財政轉移支付。例

如，1998年獲得人均轉移支付最多的省份，也是人均 GDP最高的北京、上海、浙江等

省份（World Bank 2002, 20）。1998~2004 年間，那些被列為國家級貧困縣的地區，得

到之轉移支付小於非國家級貧困縣（Zhang and Zheng 2011, 191-202）。1995~2004

年，收入水準越高的省分獲得之人均轉移支付越多；同樣，經濟成長率高的省份，比

經濟成長率低的省份獲得更多之轉移支付（Lin 2011, 160-177）。 

財政轉移支付的反均等化，是造成中國大陸垂直性財政失衡和地方政府公共服務

能力差異上的主要原因之一。表 2 總結了近年對中國大陸轉移支付均等化效果之實證

檢驗。絕大多數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結果：現行轉移支付制度沒有實現財力均等化。 

表 2 中國大陸財政轉移支付之主要實證研究結果 

來源 數據時間和跨度 是否具有均等化效果 

Tusi（2005） 縣級數據1994~2000 否 

Tochkov（2007） 省級數據1952~2001 否 

Shih and Zhang（2007） 縣級資料1995~2000 否 

Dollar and Hofman（2008） 省級數據2003 否 

Shih, Zhang, and Liu（2008） 縣級資料1993~2003 否 

袁飛、陶然、徐志剛、劉明興（2008） 縣級資料1994~2003 否 

Lin（2011） 31省級數據1995~2004 否 

Huang and Chen（2012） 省級數據1995~2007 否 

詹晶（2011） 省級數據1994~2006 否 

Zhang and Zheng（2011） 縣級數據1997~2003 否 

Huang and Chen（2012） 1995~2007省級數據 否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以下文獻整理，袁飛、陶然、徐志剛、劉明興（2008，70-80）；詹晶（2011，73-84）；

Tsui（2005, 173-96）; Dollar and Hofman（2008, 39-52）; Lin（2011, 160-77）; Shah and Shen（2008, 

129-54）; Huang and Chen（2012, 534-51）; Tochkov（2007, 54-65）; Shih and Zhang（2007, 145-65）; 

Shih, Zhang, and Liu（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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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反均等化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形成：不同

轉型時期的考察 

本節考察中國大陸具反均等化特徵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形成。我們指出，現行

的轉移支付制度，有強烈的路徑依賴性。它是中央的改革策略（分權與政府退縮）、制

度變遷（財政包乾制和分稅制）、中央與地方博弈（既得利益者反抗和中央妥協以及中

央對地方的不信任）共同作用的結果。準此，雖然不同轉型階段的轉移支付都沒有達

成均等化目標，但兩者背後的運作機理有所差別。在轉型的第一階段（1978~1993），

財政轉移支付的反均等化是因為中央財政收入大幅減少以及由此衍生之政府退縮（減

少支出）所致。於轉型的第二階段（1994 年分稅制改革迄今），轉移支付的反均等化

是中央－地方博弈後制度設計（稅收返還和專項轉移支付）的結果。 

一、轉移支付之反均等化成因：財政包乾制時期 

（1978~1993） 

中國大陸的轉型策略被稱為「漸進主義」（gradualism），透過維持現有格局（保護

既得利益和避免產生「輸家」），凝聚社會對改革的支持。在政治上，實行「制度性回

撤」，減少國家對社會的全面控制（鄭永年 1999, 51-66）。在經濟上，實行「做大蛋

糕」和「增量改革」，推動「計畫外成長」，中央對地方「放權讓利」（林毅夫、蔡昉、

李周 1994；Naughton 1995）。改革開放與分權的一個意外結果，是政府財政汲取能力

衰減和財政收入的急劇下降。政府因國有企業利潤急劇下滑而收入銳減，不得不大量

削減公共開支（如教育、醫療等），這種現象，被學者稱為政府退縮（Wong 2009, 933-

934）。伴隨著分權和政府退縮，中央將大量事權（支出責任）下放地方，要求地方財

政自主，傳統的轉移支付（1994 年分稅制改革前被稱為「定額補助」）的均等化功能

被破壞。 

（一）分權改革下的地方財政自主與政府收入之下降 

從改革開放始，政府財政能力衰落便成為中國大陸轉型過程的主要政策議題。圖

1 呈現了中央收入和政府預算收入自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化。從八零年代初開始到分稅

制改革前，中央收入占政府收入之比率持續下滑。1984 年中央收入占政府收入之比約

40%，這一比例到 1993 年已降至 22%。政府預算收入占 GDP 之比例的下滑也十分顯

著，從 1978 年的三成多持續下降到 1995 年的 11%。這種政府財政收入能力的衰退，

直到 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才得以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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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兩個比率（中央收入／政府收入與政府收入／GDP）之變化（197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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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3）。 

轉型經濟體的政府收入在市場化改革時期的下降是普遍現象（Tanzi 1992），但中

國大陸政府收入下降卻是發生在經濟高速成長的背景下。這種情況與財政分權改革密

切相關。中國大陸計畫經濟時期的財政體制是高度集權的，地方財政收入全部上繳給

中央，地方財政支出由中央統一規劃。各級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國有工業企業，國

有企業的盈利則來自扭曲的要素相對價格；稅負主體只有國有企業（World Bank 2002, 

7）。改革開放後，為適應經濟發展需求和增強地方政府誘因，中央對舊的財政體制加

以調整。表 3 總結了 1978~1993 年間財政制度安排之變遷。綜觀 1980 年代財政改革，

可以概括為中央與地方實行的「財政包乾制」或「收益分享制」（ revenue-sharing 

system）。 

財政包乾制表現為中央對地方分權和政府對企業分權兩方面。首先，中央與地方

重新界訂關係，規定除三個直轄市之外，其餘地方均實行形式各異的財政包乾體制，

此即所謂的「分灶吃飯」。在此新制下，地方企業的利潤將完全歸地方政府所有，而地

方企業繳納的工商稅收則為地方與中央分享（Oksenberg and Tong 1991, 1-25）。新財政

制度明確賦予地方政府一些財力和財權，使地方政府擁有獨立的預算與收入；也明確

規定地方政府的一些事權，例如為地方企業提供流動資金、供給地方性公共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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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財政分權改革與轉移支付制度演變（1978~1993） 

時期 中央與地方之財政關係 財政轉移支付之形式與特點 

1977~1979 

1.在江蘇省試行「固定比例包乾」（1977年開始

實施）。 

2.在10個省市試行「增收分成，收支掛勾」。 

1.在主要少數民族省區實行核定基數、超

收全部留用的財政體制。 

2.專項撥款。對一些重大自然災害，中央

財政進行專款補助。 

1980~1984 

1.對大部分省區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乾」的

財政體制。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劃分收支

，定額上交或定額補助」。上海、北京和天津3

個直轄市上繳大部分收入，且每年一議。江蘇

省繼行試行固定比例包乾制。 

2.1983~1984年規定除廣東、福建繼續實行大包

乾財政體制及3直轄市外，大部分省區實行收

入固定比例總額分成包乾制（即江蘇模式）。 

1.定額補助。對西藏、新疆、內蒙、寧夏

、廣西5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和有大量少數

民族聚居的青海、雲南、貴州，中央財

政給予年增率10%定額補助。1980~1982

年，共12省實行；1983~1984年有13省區

實行。 

2.專項撥款。1980年開始，設立不發達地區

發展基金，對貧困地區進行專項補助。 

1985~1987 

實行「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乾」預算管

理體制。此劃分「稅種基礎上的總額分成」方法

，即是按地方固定收入和中央地方共享收入加在

一起，與地方支出聯結，分地區確定一個分成比

例，實行總額分成。 

1.定額補助。對8個少數民族地區和部分省

區，中央財政給予定額補助。在

1983~1984年有13省區實行。 

2.專項撥款。1985年始，逐年增加。 

1988~1993 

除廣州、西安兩市財政仍分別與廣東和陜西兩省

聯結外，其餘37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畫單列

市分別實行多種形式的地方財政包乾制。內容包

括收入遞增包乾、總額分成、總額分成增長分成

、上解遞增包乾、定額上解、定額補助等。 

1.定額補助。對8個少數民族地區和部分省

區，中央財政給予定額補助。在1988~ 

1993年吉林等16個省區實行定額補助。

2.專項撥款。逐年增加、範圍擴大。 

資料來源：賈康、趙厚全（2008, 45-68）；李萬慧（2011, 131-132）; Oksenberg and Tong（1991, 1-25）; Wong

（1991, 691-715）; Wong（1992, 200-07）; Shirk（1993, 149-96）。 

其次，鑑於地方政府對企業干預過多的弊端，1983~1984 年中央又實施兩階段

「利改稅」，意圖切斷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各種糾葛。「利改稅」是中國大陸稅收體制發

生的重大變化，財政收入雖然仍被劃分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共享收入，

但劃分依據有所變化：以前按國有企業隸屬關係劃分收入，新的安排則與稅種相聯

結。「利改稅」尚未完全推展，財政體制又基本回到之前的包乾制，1985 年實行「劃

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乾」預算管理體制。財政承包制範圍在 1987 年進一步擴

大，形成涵蓋 37 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和計畫單列城市的「財政大包乾」體制，此制

度安排延續到 1993年（賈康 2008, 3）。 

由於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稅收管理機制，財政包乾制的實質，是中央與地方簽訂稅

收總額分享契約，地方先徵集稅收，然後再按契約規定將一定份額稅收上交中央，其

餘的財政收入歸地方支配。準此，即使中央決定稅率和稅基，但是地方政府擁有了稅

收政策的實際控制權。這樣的制度設計，造成中央收入下滑。 

 首先，在稅收動員上，地方政府降低收稅努力。因為中央並不信任地方，經常

不遵守承諾。例如，無視契約數年不變的承諾，頻繁修改分成協議；不斷向地方政府

借錢；實施新稅種；宣佈對盈利企業的所有權等（黃佩華 1994, 74）。地方政府出於對

中央之反抗及自利動機，經常對企業提供各種各樣的稅收減免，並給企業提供中央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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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供之稅收誘因。或者，只將財稅徵集到剛好達到契約規定的上繳數額，並要求地

方稅收部門在徵收與中央分享（或上交中央）的稅時，不要太嚴格（World Bank 

1995）。地方的各種舉措，目的是蓄財於企業以作為地方收入。 

其次，「預算外資金」（extrabudgetary funds）崛起。預算外資金是歸地方政府獨自

運用不與中央分享的財政收入。財政包乾制下，地方政府透過各種管道把資金從「預

算內」移轉到「預算外」，以避免與中央分享。由而，地方預算外收入在轉型期間迅速

增加（Wong 1998, 187-208; Fan 1998, 209-28; Bahl and Wallich 1992; Ma 1995）。1978

年，預算外收入占地方收入之比重為 20.4%，到 1992 年，這一比重已升至 46.2%。事

實上，1982~1992 年間，預算外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之比重平均約為 40%（中國統計

年鑑 1996）。預算外收入的最大比例來自國有企業的「利潤留成」（enterprise-retained 

earnings）和「折舊資金」（depreciation funds）。地方政府以當地國企主管部門來控制

這部分資金（Wong 1991, 708）。例如，1984~1986 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留成分別為

248.9、302.1、288.6 億元人民幣，但企業實際的利潤留成分別只有 146.5、177.8、

151.3 億元。超過四成甚至接近一半的利潤被地方政府納入財政收入（鄧英淘、姚鋼、

徐笑波、薛玉偉 1990, 56）。 

（二）國有工業企業與政府財政收入 

政府收入的長期下降也與國有工業企業的衰落密切相關。大陸傳統財政體制的最

顯著特徵，是政府收益主要來自國有工業企業上繳的直接稅和利潤（Naughton 1992, 

16）。這種特徵在改革開放後沒有根本性改變。即使到了 80 年代後期，國有工業企業

依然貢獻了政府財政收入的七成以上（Wong 1992, 197）。在國有工業企業之利稅成為

政府主要收入來源的同時，放權讓利後的中國大陸整體經濟結構已發生重大變化。秉

承自計畫經濟的國有獨占工業結構（monopoly industry framework）和相應的扭曲價格

體系，因進入障礙降低而逐漸解體。各種形式的地方企業開始大量進入先前由中央獨

占的工業領域，與傳統的國有企業爭奪各種資源與產品市場，因而對國企的營收造成

嚴重衝擊。（王紹光、胡鞍鋼 1994, 51-61；Naughton 1992, 20-24; Wong 1991, 695）。開

放和競爭的一個主要結果是國企上交政府財政的利稅大幅下滑。 

圖 2 呈現了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利潤和政府財政收支之變化。從改革肇始至

1990 年代中期，國有工業企業利潤不斷減少；國企利潤占 GDP 的比例，從 1978 年的

14%，下降到 1989年的 4%，至 1996國企大規模裁員時，此比例僅剩 0.6%（Naughton 

1992, 21）。國有企業利潤的減少，引起政府收入相應下降。在 1978年，政府預算收入

占 GDP之比例為 31%，至 1995年這一比例達到史上最低點 10.3%。其中，80%的政府

預算收入衰落，因國企利潤流失所致（World Bank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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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政府財政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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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2013）。  

（三）政府退縮與財政轉移支付的破壞 

中國大陸傳統計畫經濟下的財政轉移支付其實具有重分配（redistributive）性質。

地方收入超過支出者，要上交中央；入不敷出的，則由中央補足。譬如，上海市將

80~90%之收入交給了中央；而貴州省超過三分之二的支出來自中央補貼（Wong 2000, 

52-63）。傳統財政轉移支付主要包括定額補貼和指定用途補助（專項轉移支付）。定額

補貼是中央對那些支大於出的地方實行的財政補貼。接受定額補貼的省份，大都是經

濟發展相對落後的內陸省份和少數民族地區。專項轉移支付主要用於經濟和社會發

展，以及自然災害救助。 

改革開放後，由於地方隱匿收入和國有工業衰落，1980~1990 年間政府財政收入

嚴重下降，使中央政府大量減少支出，來自中央的轉移支付總額的相應減少。政府退

縮造成傳統財政轉移支付均等化功能的破壞。一方面，由於中央－地方的分配規則建

立在議價基礎上，而中央在收入下降後對地方又缺乏信任，中央往往刻意將轉移支付

數額壓低，以排擠地方的「小金庫」（World Bank 2002, 44）。另一方面，出於財力銳減

後的力有未逮，中央只能犧牲一些「不重要」的支出。有限的數據資料依舊反映出因

政府退縮引起的轉移支付下降。表 1 提供的數據顯示，1989 年的轉移支付金額為 562

億元，占地方財政支出比例為 29%，至 1993 年該金額降為 544.63 億元，占地方預算

支出之比例僅餘下 16.4%。圖 3 更清晰地呈現了中央收入與轉移支付之變化，1980 年

代中期至 1990年代中期，伴隨中央收入大減，財政轉移支付也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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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中央收入和轉移支付占 GDP 之比例（198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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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2013）。  

減少轉移支付對貧困省份產生重大衝擊。隨著中央收入的下降，中央在 1987 年宣

佈將貧困地區的轉移支付額凍結在 1986 年的水準（86 億元）（國務院關於地方實行財

政包乾辦法的決定 1987）。在當時高通貨膨脹的總體經濟環境下，這一措施導致實質

轉移支付金額銳減（同期地方政府支出持續增加）。到 1990 年，貧困省份所獲之定額

補貼在中央轉移支付總額中的比例已降到不足 15%（Ahmad 1998, 234）。結果，許多

貧困地區從正式財政體制中獲得的收入進一步下降。譬如，1981~1982 年貴州省大約

60%的財政支出來自中央的轉移支付，到 1993 年，這一比例僅剩下 15%（Wong 2009, 

942）。 

轉移支付中的結構偏差也不利地方的財力均等化。對貧困地區財力平衡有重要影

響的定額補助或無條件轉移，數量相對稀少。例如，1992 年有 18 個省區得到中央的

一般性轉移支付，但總共僅 100 億元。更多轉移支付以專項轉移支付的形式呈現。這

段時期，政府的注意力集中於財政能力提升和改善國有企業績效，財政轉移中的專項

轉移支付明顯地偏向城鎮國有企業虧損補貼和居民的糧食補貼（West and Wong 1995, 

70-84）。在 1994 年分稅制改革前，專項轉移大約是一般性轉移支付的三倍且大部分流

向經濟發達地區。例如，1990 年上海和廣東每人平均收到之專項轉移分別為 171 元和

57.5 元，而貧困省貴州和廣西平均每人僅得獲得 28.3 元（Ahmad 1993, 234）。 

總之，中國大陸轉移支付在轉型第一階段的反均等化，可能確為政治考量（例如

城鎮居民議價能力強和政府對國有企業的保護），但這種局面主要是因為分權改革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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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財政收入快速下降，引起的政府退縮所致。 

二、財政轉移支付之反均等化：分稅制時期 

（1994~迄今） 

如果說財政轉移支付在轉型第一階段的反均等化，導因於中央財政收入減少。那

麼，轉型第二階段時期財政轉移支付的反均等化，主要是制度設計造成的。由於具有

返回來源地性質的稅收返還，以及體現中央宏觀管控意圖的專項轉移支付主導這一時

期的財政轉移，財政轉移支付更多地流入經濟發達地區。 

（一）分稅制改革與中央－地方之稅收變化 

為強化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和扭轉「兩個比例」持續下滑的局面（參見圖 1），

中共中央於 1994 年引進的新財政管理體制，一般稱此為分稅制（tax-sharing system）

改革。改革主要包括三個部分：稅務現代化、分稅制以及稅收管理（Bahl 1999）。在稅

務現代化方面，精簡稅收結構，減少稅率扭曲；將過去紛雜的稅種合併，形成增值

稅、消費稅、營業稅及所得稅等主要稅種。在分稅制方面，財政包乾制時期議價式的

總額分成體制，被修改為稅種劃分和稅收分享體系。在稅收管理方面，分別設立國稅

局和地稅局，以避免地方的操縱，遏制中央稅收流失。 

分稅制改革使中央與地方之財政收支趨勢得以逆轉（參見表 4）。中央收入在政府

預收入中的比重由 1993 的 22%，跳升到 1994 年的 55.7%和 1995 年的 52.2%，此高收

入比重持續至今。地方政府之收入占總財政收入之比重，則由分稅制改革前平均的

73%下降為 1994~1999 年間的 49%。2000~2011 年，這一比例進一步下降為 47%（中

國統計年鑑 2009）。但是，分稅制改革未對中央和地方的事權（支出）進行調整。在

各種公共服務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不斷加重，

財政收支失衡情況日趨嚴重。 

表 4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預算收入與支出 

中央和地方的預算收入 中央和地方的預算支出  

絕對金額（億元人民幣） 
比率 

（%） 
絕對金額（億元人民幣） 

比率

（%）

年份 全部 中央 地方 中央 全部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財政 

自給率 

（%） 

1978 1132.26 175.77 956.49 15.5 1122.09 532.12 589.97 47.4 162.1 

1979 1146.38 231.34 915.04 20.2 1281.79 655.08 626.71 51.1 146.0 

1980 1159.93 284.45 875.48 24.5 1228.83 666.81 562.02 54.3 155.8 

1981 1175.79 311.07 864.72 26.5 1138.41 625.65 512.76 55.0 168.6 

1982 1212.13 346.84 865.49 28.6 1229.98 651.81 578.17 53.0 149.7 

1983 1366.95 490.01 876.94 35.8 1409.52 759.60 649.92 53.9 134.9 

1984 1642.86 665.47 977.39 40.5 1701.02 893.33 807.69 52.5 121.0 



轉型策略、制度變遷與中央－地方關係：中國大陸財政轉移支付之研究   119 

 

中央和地方的預算收入 中央和地方的預算支出  

絕對金額（億元人民幣） 
比率 

（%） 
絕對金額（億元人民幣） 

比率

（%）

年份 全部 中央 地方 中央 全部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財政 

自給率 

（%） 

1985 2004.82 769.63 1235.19 38.4 2004.25 795.25 1209.00 39.7 102.2 

1986 2122.01 778.42 1343.59 36.7 2204.91 836.36 1368.55 37.9 98.2 

1987 2199.35 736.29 1463.06 33.5 2262.18 845.63 1416.55 37.4 103.3 

1988 2357.24 774.76 1582.48 32.9 2491.21 845.04 1646.17 33.9 96.1 

1989 2664.90 822.52 1842.38 30.9 2823.78 888.77 1935.01 31.5 95.2 

1990 2937.10 992.42 1944.68 33.8 3083.59 1004.47 2079.12 32.6 93.5 

1991 4139.48 938.25 2211.23 29.8 3386.62 1090.81 2295.81 32.2 96.3 

1992 3483.37 979.51 2503.86 28.1 3742.20 1170.44 2571.76 31.3 97.4 

1993 4348.95 957.51 3391.44 22.0 4642.30 1312.06 3330.24 28.3 101.8 

1994 5218.10 2906.50 2311.60 55.7 5792.62 1754.43 4038.19 30.3 57.2 

1995 6242.20 3256.62 2985.58 52.2 6823.72 1995.39 4828.33 29.2 61.8 

1996 7407.99 3661.07 3746.92 49.4 7937.55 2151.27 5786.28 27.1 64.8 

1997 8651.14 4226.92 4424.22 48.9 9233.56 2532.50 6701.06 27.4 66.0 

1998 9875.95 4892.00 4983.95 49.5 10798.18 3125.60 7672.58 28.9 65.0 

1999 11444.08 5849.21 5594.87 51.1 13187.67 4152.33 9035.34 31.5 61.9 

2000 13395.23 6989.17 6406.06 52.2 15886.50 5519.85 10366.65 34.7 61.8 

2001 16386.04 8582.74 7803.30 52.4 18902.58 5768.02 13134.56 30.5 59.4 

2002 18903.64 10388.64 8515.00 55.0 22053.15 6771.70 15281.45 30.7 55.7 

2003 21715.25 11865.27 9849.98 54.6 24649.95 7420.10 17229.85 30.1 57.2 

2004 26396.47 14503.10 11893.37 54.9 28486.89 7894.08 20592.81 27.7 57.8 

2005 31649.29 16548.53 15100.76 52.3 33930.28 8775.73 24932.39 25.9 60.5 

2006 38760.20 20456.62 18303.58 52.8 40422.73 9991.40 30431.43 24.7 60.1 

2007 51321.78 27749.16 23572.62 54.1 49781.35 11442.06 38339.29 23.0 61.5 

2008 61330.35 32680.56 28649.79 53.3 62592.66 13344.17 49248.49 21.3 58.2 

2009 68518.30 35915.71 32602.59 52.4 76299.93 15255.79 61044.14 20.0 53.4 

2010 83101.51 42488.47 40613.04 51.1 89874.16 15989.73 73884.43 17.8 55.0 

2011 103847.43 51327.32 52547.11 49.4 109247.79 16514.11 92733.68 15.1 56.7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2013）；中國財政年鑑（2013）。 

（二）分稅制時期的財政轉移支付 

地方財力失衡與區域均衡發展的現實，使地方政府對財政轉移的需求增加。財政

轉移支付於分稅制改革時引入兩項新內容：稅收返還和過渡時期均等化轉移支付，加

上專項轉移支付和原來之定額補貼，形成現今中國大陸財政轉移支付體係的基本架構

（參見圖 4）。其中，稅收返還主要包括增值稅和消費稅返還。財力性轉移支付也稱一

般性轉移支付，包括財政包乾制時期補助數額相對穩定、原列入專項轉移支付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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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社會保障和就業、公共安全、一般公共服務等支出。專項轉移支付則是基於中央

為實現特定的宏觀政策和發展目標，而設立的補助資金，須按規定用途使用。專項轉

移支付重點用於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農業扶持等公共服務領域。 

圖 4 中國大陸現行財政轉移支付的基本架構 

 

 

 

 

 

 

 

 

 

 

 

資料來源：Lou（2008, 161）；李萬慧（2011, 138）。 

（三）分稅制時期財政轉移支付之反均等化：轉移支付構成之解讀 

分稅制時期的財政轉移總量比財政包乾制時期大幅增加；1994~2012 年，中央對

地方的轉移支付總額由 2389 億元增加到 45361.7 億元，增加了 19 倍；若不含稅收返

還，轉移支付則增加了 87 倍（參見表 5）。地方預算支出源於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比

例由 1993 年的 16.4%上升到 2000 年的 45%，2012 年仍高達 42.3%（參見表 1）。然

而，從制度設計上看，這一時期財政轉移支付的安排更多地反映了中央－地方的博

弈，關注的是中央對地方的妥協和中央對宏觀經濟的管理，財政轉移支付的均等化目

標被忽略了。 

表 5 詳細羅列了分稅制改革以來轉移支付的主要構成。其中，占轉移支付比重極

高的稅收返還（1994~1998 年平均超過 70%），是按照來源地原則實施；即將移轉支付

與徵稅連結，促使更多的移轉支付流向富裕省份而不是貧困地區。具有均等效果的一

般性轉移支付則數量稀少，1994~2000 年間其總量不到中央轉移支付的 7%。專項轉移

支付則主要流向城市地區和其他消費補助（Wong 1997, 27-60; Wong 2009, 929-952）。 

中
央

對
地

方
財

政
轉

移
支

付
構

成
 

兩稅返還 

所得稅基數返還 

成品油稅費改革稅收返還 

一般性轉移支付 

民族地區轉移支付 

調整工資轉移支付 

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 

三獎一補轉移支付 

其他財力性轉移支付 

稅收返還 

財力性轉移支付 

專項轉移支付 

原體制補助（定額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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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項轉移支付比例（1994~2012） 

①稅收返還 ②專項轉移支付 ①＋② ③一般性轉移支付 總計 

年份 金額 

（億） 

比重 

（%） 

金額 

（億） 

比重 

（%）

金額 

（億）

比重 

（%） 

金額 

（億） 

比重 

（%） 

金額 

（億） 

1994 1799 75.3 361.4 15.1 2160.4 90.4 99 4.1 2389.09 

1995 1867 73.7 375 14.8 2242 88.5 133 5.2 2534.06 

1996 1946 71.5 489 18 2435 89.5 161 5.9 2722.52 

1997 2012 70.4 518 18.1 2530 88.5 199 7 2856.67 

1998 2083 62.7 878 26.4 2961 89.1 210 6.3 3321.54 

1999 2167.3 53 1424 34.8 3591.3 87.8 364 8.9 4086.61 

2000 2267.5 48.6 1440.3 30.9 3707.8 79.5 620 13.3 4665.31 

2001 2309 38.5 2200 36.7 4509 75.2 1176 19.6 6001.95 

2002 3007.2 40.9 2401 32.7 5408.2 73.6 1623 22.1 7351.77 

2003 3425 41.5 2598 31.4 6023 72.9 1914 23.2 8261.41 

2004 3608.6 34.7 3423 32.9 7031.6 67.6 2605 25 10407.96 

2005 3747.6 32.6 3529 30.7 7276.6 63.3 3812 33.2 11484.02 

2006 3930.2 29.1 4411.6 32.7 8341.8 61.8 4732 35 13501.45 

2007 4117.3 22.7 6892.4 38 11009.7 60.7 7128.2 39.3 18137.89 

2008 4282.2 18.6 10381.8 45.2 14664 63.8 8326.9 36.2 22990.76 

2009 4886.7 17.1 12359.9 43.3 17246.6 60.4 11317.2 39.6 28563.79 

2010 4993.4 15.4 14112.1 43.6 19105.5 59 13235.7 40.9 32341.1 

2011 5039.9 12.6 16570 41.5 21609.9 54.1 18311.3 45.9 39921.2 

2012 5128.04 11.3 18804.1 41.5 23932.14 52.8 21429.5 47.2 45361.7 

說明：2002年起，稅收返還除了增值稅消費稅外，始加入所得稅返還金額；2009年又加入成品油返還金額。 

資料來源：中國財政年鑑（2013）；李萍、許宏才（2006, 51）；中國發展門戶網（2012）；中華人民共和國財

政部（2012）；Martinez-Vazquez, Qian, Wang, and Zou（2001）。 

1. 中央對地方之妥協：稅收返還 

分稅制改革的許多安排是中央－地方博弈的結果。實際上，為推行新的財政制

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帶領團隊行程 17 省，與地方政府進行一對一談判，敲定

各項細節（Yang 2004, 81-83）。正如學者所言： 

…1994 年開始實施的新稅制──分稅制和原來中央政府所設想的有非常

大的差異。…分稅制遇到了來自地方政府的巨大的抵制，在地方的壓力面

前，中央政府只好修改原來的方案。…分稅制仍然帶有很嚴重的舊制度的特

徵，…中央政府並沒有能力克服地方的阻力，把一套完整的新制度加於地方

之上，一些具體的運作方式仍然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討價還價的結果

（鄭永年 1999, 135）。 

以稅收安排來看，為維持地方原有利益及其對改革的支持，中央承諾將增值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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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稅每年新增部分的 30%退還給地方。稅收返還包括兩項內容。首先，也是初期占

轉移支付主要部分的，是中央給各省的一次性轉移，以確保地方的支出維持在 1993 年

的水準，完全彌補因分稅制使收入集中於中央而產生的垂直性收支失衡；二是對各省

徵收的增值稅和消費稅的增加部分之獎勵，將增收部分的 30%返還給當地。泝第一部

分保留了財政包乾制下的隱含補貼，具有均等化作用；但隨著稅收總量的成長，其相

對份額迅速下降。第二部分在 1990 年代漸成稅收返還主體。因其具有返還稅源地性

質，對財力均等化產生相反效果，財政收入豐厚、經濟成長更為快速的地區獲得之返

還也越多（胡鞍鋼、王紹光、康曉光 1995, 355-356）。 

表 5 顯示，稅收返還在分稅制改革實施後的前些年（1994~2000）占轉移支付之比

非常高（平均超過 50%），即使到 2006 年，仍有近 30%的份額。由於返還給地方的稅

收以增值稅和消費稅為主，使得在稅收返還主導轉移支付的期間（1994~2003），轉移

支付明顯呈現反均等化：人均 GDP 高的省份，獲得之人均轉移支付也多（Ahmad, 

Sing and Fortuna, 2004; Shah and Shen 2008, 131-133; Wong and Bird 2008, 438）。 

2. 中央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專項轉移 

在稅收返還逐漸減少的同時，專項轉移支付（specific purpose grants）在財政轉移

中的比重不斷攀升（參見表 5）。專項轉移的增加與中央強化宏觀經濟調控有關，其主

要目的是為了實施中央特定政策以及保持社會穩定，並沒有著重於財政均等化目標之

實現。專項轉移支付現已成為中央的重要治理工具（渠敬東、周飛舟、應星 2009，

104-127）。 

與其他兩項轉移支付相比，專項轉移支付具有以下一些特徵。首先，專項轉移支

付具有明顯的逆循環（countercyclical）特徵，即經濟情勢不好時，會大幅增加。由表

5 可以看出，專項轉移支付在 1997~2011 年間有兩個顯著攀升階段，第一階段是在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大陸政府採取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專項轉移支付從

1997 年的 518 億元迅速增加至 2001 年的 2200 億元，占全部轉移支付的比重也由

18.1%上升至 36.7%。第二階段是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後，中共中央同樣採用擴

張性財政政策促進經濟成長，使得當年的專項轉移支付金額再次大舉提高，專項轉移

支付占比在 2010年升至歷史最高點（43.6%）。 

其次，雖然各種轉移支付對地方而言都是財政資源的增加，但其分配規則和過程

完全不同。與稅收返還和一般性轉移支付相比，專項轉移支付的分配不確定性最高，

且需要地方主動爭取。專項轉移支付是指定用途、專款專用，一般按照專案的形式進

行分配，不同年間的項目或計畫類型又存在差異，因此沒有明確、統一的分配制度。

專項轉移支付立足於解決某些領域或地區的重大突發問題，一般也需要地方配合相應

的資金。許多專項支付的獲得需要地方部門逐級向上申請，不是自上而下進行分配

的，因此不同地區獲得的專項轉移支付相差很大。表 6 歸納了中國大陸專項轉移支付

                                               

註 泝 準此，地方政府於增值稅和消費稅部分可分享的份額為：0.3〔0.75（VAT 增加額）+CT 增加額〕。其

中，VAT是增值稅，CT是消費稅。請見 Wong（1997,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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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內涵。 

表 6 專項轉移支付之內涵 

內容 說明 

主導單位 中央各部及各委員會 進入地方政後，實際上即脫離中央的實際控制 

項目目的 應對重大緊急事件 

財政政策實施計畫 

提供地方社會保障資金 

援助地方政府的社會治安 

提高公務員薪資 

補充退休金帳戶 

項目要求 

專款專用 

地方政府須有配套資金 

滿足上級之審批條件 

有時亦要求與其他政策任務聯結（如計畫生育和招商引資）

資料來源：時秀紅（2004, 12），Tsai（2001, 53-65）; World Bank（2002, 19-21）; Ahmad, Sing and Fortuna

（2004）; Shah and Shen（2008, 136-138）; Wong（2012, 616-654）。 

第三，專項轉移支付大多是專業性的計畫，需要相應之中央部委對專案的可行性

進行評估再交由財政部撥付資金。因此，中央各部會對自身負責的專項轉移支付具有

非常大的決策權和裁量權。專項轉移支付的常規流程是，先由國務院劃定相應的重點

支持領域、確立相應領域的專項計畫，交由相關部會向外發佈專案資訊；基層的對口

單位負責組織申報，再逐級彙總到省級對口部門統一上交中央部會；最後由對口部會

聯合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對專案進行審批，通過審批的專案資訊交

給財政部，由財政部將資金逐級下劃到基層財政（范子英、李欣 2014, 133）。 

準此，中央各部會的主要領導與地方的政治關聯會顯著影響地方獲得的專項轉移

支付數量。這種政治關聯會透過兩個管道影響地方獲得的轉移支付：一是部長對地方

的感情，出於情感需要主動照顧家鄉；二是地方政府基於部委領導任職之前的政治聯

繫，加強了與其在任時的互動，在同樣努力的情況下可以獲得更多的轉移支付；不管

是部會領導主動還是被動的政治聯繫，都會使該地方獲得更多的相應領域之專項轉移

支付。根據 2003 年政府換屆（共 17 位部長更替）的實證研究顯示，2003~2007 年

間，新增一個部長會使部長出生地的地級市之專項轉移支付增加 2 億元，相當於在平

均水準上增加 27.7%；若該部長任職財政部、發改委、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六個重要

部會，該效果上升至 9.4 億元，成長幅度為 130%，相當於當年地方預算收入的 34.4%

（范子英、李欣 2014, 137-140）。 

3. 具有均等化作用的轉移支付：一般性轉移支付 

一般性轉移支付包括原體制補助（定額補貼）和財力性轉移支付（參見圖 5）。定

額補貼因固定在 1987 年的水準，其占比逐年降低，到 2000 年僅為全部轉移支付的

13.3%。一般性轉移支付與專項轉移支付具有不同的特點：一般性轉移支付能夠發揮地

方政府瞭解民眾公共服務實際需求的優勢，有利於地方因地制宜統籌安排財政支出和

落實管理責任；具均等化效果。 

但是，一般性轉移支付份額在財政轉移支付中的比重相對較小。在九○年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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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性轉移支付占全部轉移支付中的比例沒有超過 10%。直到 2005 年其比重才超過

30%。1994~2004 的十餘年間，由於稅收返還和專項支付主導了財政轉移（兩者之和平

均占全部轉移支付 82%的比例），使得這一時期的財政轉移支付明顯地具有反均等化

效果（參見表 5）。2005 年後一般性轉移支付快速增加，2011 和 2012 年其比重已超

過專項轉移支付，成為轉移支付體係中的最大項支出。但是，考量到專項轉移支付的

比例依然很高，且稅收返還仍有相當的影響；兩者之和及其占轉移支付的比例仍大於

一般性轉移支付，即使後者近年的地位日趨重要。這樣，一般性轉移支付的均等化效

果相應地被沖淡了。 

伍、結 論 

本研究以制度變遷的分析框架，對中國大陸政府間財政體制的主要部分──中央

對地方之財政轉移支付加以研究。中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發展，清楚表明了「路徑

依賴」的重要性。現行轉移支付的形成，更多地不是著眼於財力均等化和地區差距的

消弭，而是中央－地方關係賽局的結果。所以，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無法達成均等化目

標，是市場化轉型過程中，中央的改革策略（分權與政府退縮）、財政制度變遷（財政

包乾制和分稅制）、中央與地方博弈（既得利益者反抗和中央妥協）相互影響的結果。

準此，分稅制改革前與分稅制改革後的財政轉移支付，雖然都沒有達成均等化目標，

但兩者背後的運作機理有所差異。分稅制改革前，財政轉移支付的反均等化，導因於

分權改革與市場開放後，中央財政收入大幅減少而衍生的政府退縮（減少支出）。分稅

制改革後財政轉移支付的反均等化，肇始於中央－地方博弈後的制度設計（稅收返還

和專項轉移支付主導轉移支付）。 

任何制度安排都無法獨立運作，需要其他制度安排的輔助。中國大陸財政轉移支

付制度的改革，必然涉及其他政府間財政體制的調整，包括中央－地方支出責任的劃

分、地方稅收自主、地方政府舉債等。這樣，財政轉移支付若要達成均等化目的，須

對現行的財政體制實施改革。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大陸的財政轉移支付總體規模巨大

（2012 年不含稅收返還的轉移支付為 40233.66 億元），沉重的管理負擔和現行逐級下

放的科層體制，必然導致資金配置的失當和政策效果扭曲。因此，財政轉移支付的改

革對有效管理和監督機制提出迫切需求。而且，現行轉移支付的內容過於龐雜，應適

度精簡；例如將規模較小的撥款項目加以整合。這些議題，都可以做為後續研究之方

向。 

 

* * * 

 

（收件：104年 4月 10日，接受：105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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